
 

从“虚气相即”到“知行合一”

—宋明理学“天人合一”主题的展开、落实及其指向

丁 为 祥

摘    要    中国文化一直以“天人合一”为至上追求。但在不同的时代，天人合一又有其不同的内涵，比如

在理学的开创阶段，天人合一就表现为本然与实然的统一，这种统一正好表现在张载以“虚气相即”为代表

的本体论与宇宙论的并建与统一上，理学的本体宇宙论即由此得以确立。到了朱子时代，天人合一又表现为

理与气的不即不离；但理和气本然与实然的两属以及“所以然”与“所当然”的不同侧重，又意味着“尊德

性”与“道问学”、理本论与气化宇宙论的分裂。到了王阳明，才从官场与学界共同的内外背反现象中发现

了知行为二的根源，所以其从身心一致的“知行合一”出发，并通过致良知，从而完成了从知行到身心、主

客包括本然与实然两重世界的统一；而从批评程朱未能“定于一”的罗钦顺起始，则又从理与气之不可分割

特征入手走向了气学。这样一来，心学与气学，既是中国文化天人合一追求的两种不同走向，同时也代表着

中华民族现代化追求的双重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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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发源于农耕文明的中国文化而言，“天人合一”就代表着其至上追求。但在不同的时代，天人合一

又有其不同的内涵。比如在殷周时代，天人合一主要表现为王权天授；到了孔孟时代，天人合一又表现为

人之德性的天命根源。秦汉大一统帝国形成后，天又以王权之最后根据与“人之曾祖父”的方式表现其对

人间事务的最高主宰与最后根源；而其作用则又通过宇宙生化甚至“灾异谴告”的方式加以实现。而至佛

教东来，汉唐儒学以宇宙生化为特征的天人合一论便受到了佛教缘起缘灭说的辛辣批评。在这种条件下，

天人合一的追求精神固然需要坚持，但其论证的思路与方法则需要一个彻底的改变。这就成为代表儒学再

次崛起之宋明理学的根本任务。所以，作为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张载就在作为其一生探索之结晶的《正

蒙》中写道：“天人异用，不足以言诚；天人异知，不足以尽明。所谓诚明者，性与天道不见乎小大之别

也。”①这无疑是一种非常明确的天人合一论说，因而也等于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一次重塑。问题在于，

张载将如何完成这一论说？而其后来者又将如何继承、发展这一论说？

 
 

 

①张载：《正蒙·诚明》，《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 年，第 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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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教因缘：本体超越意识与宇宙根源意识

关于张载重建儒家哲学本体意识的努力，学界是一致肯定的。问题在于，为什么要重建儒家哲学的本

体意识以及如何才能重建儒家的本体意识？

简括而言，所谓本体，就是本质上作为现象的我们这个生存世界的坚实支持者与最后支撑者；如果说

我们这个世界是变动不居的，那么本体就是其变中之不变者，并且必须是这个千变万化世界之根本依据和

最高最后的根源。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观念其实就蕴含着一种本体意识−天就是我们这

个世界的最高主宰与最后根源。但是，由于国人除了关注这种根本依据和最后根源之外，同时也关心现实

的开物成务，因而也就更为关注我们这个世界从何而来以及如何生成，这就成为一种借助时空形式加以展

现的宇宙根源意识；而这种宇宙根源的展开及其生成演变过程，则是一种宇宙始源及其生化论表现。因

而，《周易》提出所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

业”（《周易·系辞上》），也就标志着儒家宇宙论的形成。

此后，当荀子提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

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时，这种从“水火”“草木”“禽兽”一直到“人”的发展

轨迹，也就成为一种系统的宇宙生化论。到了汉儒，这种宇宙生化论就有进一步的发展，表现也更为系

统。比如，《孝经纬》就对宇宙始源及其演变发展过程作了如下说明：

　　天地未分之前有太易，有太初，有太素，有太极，是为五运。形象未分，谓之太易；元气始萌，谓之太

初；气形之端，谓之太始；形变有质，谓之太素；质形已具，谓之太极。五气渐变，谓之五运。（《孝经钩

命诀》）

这里的“五运”说包括同时流行的“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参见《易纬乾凿度》）之所谓

 “四环节”说，实际上都是一种典型的宇宙始源及其生成演化意识。

但这种宇宙生化论毕竟太拘泥于我们的“当前”或“脚下”了，所以，从王充开始，其所谓“元气

论”，就是希望能够超越这种阴阳生化之流而更求其根本；接踵而起的王弼及其所主张的“圣人体无”①

实际上也表达了同样的关怀，这就是对“万有”及其发展演化轨迹的超越。虽然如此，国人并没有超越这

种“有”与“无”之时间维度的循环与推导本身，直到僧肇借助佛教的缘起缘灭之说，才彻底斩断了这种

 “有”与“无”之间之“恶无限性”的思考：

　　然则万物果有其所以不有，有其所以不无。有其所以不有，故虽有而非有；有其所以不无，故虽无而非无。

虽无而非无，无者不绝虚；虽有而非有，有者非真有。若有而不即真，无不夷迹，然则有无称异，其致一也。

　　……《中观》云：物从因缘故不有，缘起故不无。寻理即其然矣。所以然者，夫有若真有，有自常有，

岂待缘而后有哉？譬彼真无，无自常无，岂待缘而后无也？若有不能自有，待缘而后有者，故知有非真有。

有非真有，虽有不可谓之有矣。不无者，夫无则湛然不动，可谓之无。万物若无，则不应起，起则非无，以

明缘起故不无也。②

通过这两段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僧肇的思路与逻辑：所谓“有其所以不有，故虽有而非有；有

其所以不无，故虽无而非无”，意即支撑“有”的并不是有自身，而是缘起；支撑“无”的也不是真无，

而是缘灭。那么所谓“有无”究竟是如何成立的呢？这就是“物从因缘故不有，缘起故不无”−既然万

事万物都是因缘而起，因缘而灭，那么它就既不是真有，也不是真无；既不是真正的“本”，也不是真正

的“末”。既然道家的“有无”、儒家包括玄学家所谓的“本末”，都要通过佛教的缘起缘灭之说来获得

自身的存在规定，那么这就正好证明了佛教的一个基本观念：“诸法无自性”③−所谓缘起缘灭之

 “空”“有”两重世界而已。

从“虚气相即”到“知行合一”

 

①楼宇烈：《王弼集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 年，第 639 页。

②僧肇：《不真空论》，张春波：《肇论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10 年，第 52、56 页。

③龙树：《中论·观因缘品第一》，《大正藏》卷 30，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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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两段论说中，僧肇实际上是以现象界之缘起缘灭为儒、道连同玄学家之超越追求包括其“有”

 “无”之辩作了一个基本的定性，因而我们也可以借助僧肇的这一逻辑对本体意识与宇宙根源意识做一个

基本的划界：所谓宇宙根源意识，就是必须通过时空维度来展现其恒久与普遍的蕴含；至于所谓本体意

识，则又因为其永恒并遍在且内在于一切事物，因而也就超越于时空维度本身。后来禅家所谓的“有物先

天地”①，并不是指“有物”就真正先于天地而存在，而是指其既遍在同时又内在于天地万物，因而也就

超越于天地万物−天地万物并不足以成为其所以存在之限制。

但国人之“有无”及其“先后”思维却不是一下子就能转换得了的，于是，这就不得不再次面临来自

佛教的批评；如果说肇论只是从思理上指出了一条超越于“有无”与“先后”的方向，那么作为华严五祖

的宗密就直接向儒道两家的宇宙根源意识展开批评了。当然在此之前，宗密先对儒道两家看似有别实则本

质同一的思路与观点作了一个概括，这就是：“今习儒道者，只知近则乃祖乃父，传体相续，受得此身；

远则混沌一气，剖为阴阳之二，二生天、地、人三，三生万物，万物与人，皆气为本。”②而在经过对儒

佛道三教理论的一番比勘之后，宗密又以判教的方式总结说：“二教唯权，佛兼权实。策万行，惩恶劝

善，同归于治，则三教皆可遵行；推万法，穷理尽性，则佛教方为决了。”③宗密为什么能够如此定位儒

佛道三教的关系呢？请看宗密对儒道两家的反驳与批评：

　　……天地之气本无知也，人禀无知之气，安得歘起而有知乎？草木亦皆禀气，何不知乎？又言，贫富贵

贱，贤愚善恶、吉凶祸福皆由天命者，则天之赋命，奚有贫多富少，贱多贵少，乃至祸多福少？苟多少之分

在天，天何不平乎？④

　　所言万物皆由虚无大道而生者，大道即是生死贤愚之本，吉凶祸福之基。基本既其常存，则祸乱凶愚不

可除也，福庆贤善不可益也，何用老庄之教耶？⑤

这就是宗密立足于佛教的本体超越意识对于儒道两家的宇宙始源意识的一个总体批评。而这一批评也就成

为张载探索天道本体问题的基本动力。就是说，如果不能有效回应宗密的这些批评，那么儒家的天道本体

意识及其人生超越精神就是无法确立的。

二、“虚气相即”：本体论与宇宙论的并建

上述可以说是宋明理学崛起的思想文化背景；对张载而言，这一背景就是如何确立儒家的天道本体意

识。所以，在张载的思想探讨中，他曾屡屡提及“天无心”“天本无心”，同时又明确坚持其学术探讨就

是要“为天地立心”。而这种“为天地立心”的努力，其实也就是如何确立儒家的天道本体意识。

这就首先涉及张载如何认知本体以及其哲学的本体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自明代以来，张载哲学以气为

本几乎已经成为学界的一种基本共识；因而“气”也就被认定为张载哲学的本体。实际上，这不过是罗钦

顺有憾于程朱理学关于理气关系之“未能定于一者”从而对张载哲学的一种重塑，以纠偏程朱的理气为二

之病，比如罗钦顺曾明确指出：“所谓叔子小有未合者，刘元承记其语有云：‘所以阴阳者道。’又云：

 ‘所以阖辟者道。’窃详所以二字，固指言形而上者，然未免微有二物之嫌……所谓朱子小有未合者，盖

其言有云：‘理与气决是二物。’又云：‘气强理弱。’又云：‘若无此气，则此理如何顿放？’似此类

颇多。”⑥再比如：“叔子与朱子论著、答问，不为不多，往往穷深极微，两端皆竭，所可疑者，独未见

其定于一尔，岂其所谓‘犹隔一膜者乎’？”⑦罗钦顺的这一思索以及其“定于一”的关怀，实际上正是

其本人之实然气学立场的表现，这就决定其无法正确理解程朱的理先气后说，而张载的“太虚不能无气”

Academic  Monthly 第 52 卷 10 Oct  2020

 

①傅翕：《善普大师语录》卷 3，《新编卍续藏经》，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 年，第 25 页。

②宗密：《华严原人论·序》，石俊、董群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19 年，第 11 页。

③宗密：《华严原人论·序》，第 21 页。

④宗密：《华严原人论·序》，第 64−66 页。

⑤宗密：《华严原人论·序》，第 37 页。

⑥罗钦顺：《困知记》卷上，北京：中华书局，1990 年，第 5 页。

⑦罗钦顺：《困知记》卷上，第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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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正好可以为其所用，所以，为了扭转程朱的“理先气后”说，他就将张载视为气学先驱，以纠程朱的理

气为二之偏。由此之后，以气学立场解读张载哲学的进路又得到了王廷相、吴廷翰以及王夫之的大力弘

扬，尤其是王夫之的自题联：“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①，这等于是

以高调表彰的方式宣布张载为气学，于是张载哲学也就被认定为气本论了。

那么张载哲学究竟是不是气本论？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让我们先思考一下张载是否读过宗密的《华

严原人论》 ？因为张载早年曾因宋与西夏的军事对峙而研究兵法，并为此上书时任陕西经略副史的范仲

淹，“公一见知其远器，欲成就之，乃责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先生读

其书，虽爱之，犹未以为足也，于是又访诸释老之书，累年尽究其说，知无所得，反而求之《六经》”②。这

是张载早年一次非常重要的思想转向。由此之后，其不仅钻研《中庸》，而且“访诸释老之书，累年尽究

其说”。从这一记载来看，张载无疑读过《华严原人论》。因为宗密主持的户县草堂寺不仅是中国历史上

的第一佛经译场，而且还是三论宗、成实宗和华严宗的祖庭；而草堂寺与张载所居的眉县横渠镇之直线距

离不过百里左右，张载既然“访诸释老之书”，岂能绕过作为佛教祖庭的草堂寺而另寻佛教经典？二十多

年前，当笔者撰写张载哲学的博士论文时，曾从两地距离的角度猜测张载肯定读过《华严原人论》，不料

这样的证据其实早就存在于《正蒙》一书中。请看被张载悬于“学堂双牖”的东西两铭中的话语：“富贵

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女（汝）于成也。”③

这不正是张载对宗密批评儒家之所谓“贫富贵贱，贤愚善恶、吉凶祸福皆由天命者，则天之赋命，奚

有贫多富少，贱多贵少，乃至祸多福少？苟多少之分在天，天何不平乎”问题的一种正面回答吗？区别仅

仅在于，这些问题是宗密在《华严原人论》的“序”中提出的，而张载则是在作为其《正蒙》之末尾的

 《乾称》篇中加以回答的；从思想内容来看，则东西两铭同时又被张载悬于“学堂双牖”，那么，其与佛

教思想之针锋相对的性质及其反讽意义还不分明吗？

张载既然读过宗密的《华严原人论》，那么他还会坚持所谓“近则乃祖乃父……远则混沌一气”的气

本气化论吗？固然，张载并不否定气化现象，也不反对气化思想（这正是儒佛两家人生价值观对立的表

现），但仅仅气机生化本身就足以支持整个儒家的人伦世界与人伦文明吗？而仅仅建立在气机生化基础上

的人伦文明又有何永恒性普遍性可言，从而使张载一定要把自己的全部哲学建立在气化生生的基础上，并

认为这就是“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反过来看，如果张载不确立“为天地立心”的志向，难道

气化生生现象就终止了吗？所以说，张载虽然并不反对气化现象，但也绝不认为只要确立一个“混沌一

气”就是“为天地立心”了。④

否认张载哲学是所谓气本论，还有深厚的历史原因。就气本气化思想而言，这本来属于汉儒的专论，

也是其胜场所在，因为汉唐儒学的宇宙生化论主要就是通过气化生生加以论证的；而张载的气化思想则除

了对日月星辰以及从植物到动物之所谓“变”与“化”的说明外，其实并没有多少具体的内容，就是有这

方面的思想，也远没有曾作为汉儒教科书的《七纬》分析得详细。而且，关于宇宙之起源、天地万物之生

成演化，汉儒甚至还有所谓“四环节”说或“五运”说，也远比张载的气化思想要丰富得多。那么，在这

一背景下，张载究竟凭什么批评汉儒“知人而不知天，求为贤人而不求为圣人，此秦汉以来学者大蔽也”⑤，他

又凭什么断言“孔孟而后，其心不传，如荀扬皆不能知”⑥呢！

从“虚气相即”到“知行合一”

 

①王夫之：《姜斋文集补遗·自题墓石》，《王船山诗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第 116 页。

②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张载集》，第 381 页。

③张载：《正蒙·乾称》，《张载集》，第 63 页。

④关于张载作为儒家与佛老思想的对立，学界始终停留在由于佛老以“空”“无”为本，因而儒家就一定要以“气”之实存实有对峙于佛

老，以为只有如此才能显现张载辟佛排老的儒家立场。殊不知这样的辟佛排老只是一种外在的“辟”与“排”；而佛教以超越追求为特征

的形上智慧也就始终外在于儒学。以这种进路来研究宋明理学，非但无法显现其有别于汉唐儒学的形上追求与超越的本体意识，而且对朱

子的“理先气后”主张也无法做到恰如其分的理解。

⑤《宋史·张载传》，《张载集》，第 386 页。

⑥张载：《经学理窟·义理》，《张载集》，第 2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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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历史的因素，更重要的还有儒家思想传统的原因。儒家是一个很善于学习以自我成长的思想流

派。当孔子拜访老子并受到老子的建议与批评之后，虽然孔子也有“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

公》）的感慨，但儒学却在道家的批评及其与道家的“互绌”中成长起来。于是，这就有了子思所谓的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中庸》及其对儒家思想格局的重新确立；而在受到墨家的

攻错之后，也就有了孟子的“辟杨墨”并扭转墨家的工具意识而成为儒家“尽心则知性知天”的超越追求

与天人合一精神。①在这一背景下，张载能够面对宗密的批评而退守于汉唐儒学以气本气化为特征的宇宙

生化论吗？如果张载哲学就是一种气本气化论，那他究竟凭什么认为自己的探讨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

民立命，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②呢？难道仅仅“混沌一气”就足以说明所谓“天地心”“生民

命”和“万世太平之道”吗？

当然，如前所述，张载确实并不反对气化现象；但在张载哲学中，不仅存在着其论气的思想内容，而

且在其以“太”所规定的概念中，本身也就存在着指谓气的概念，这就是“太极”。所以，张载就以如下

内容来规定太极：“一物而两体，其太极之谓与！”③“ 一物两体，气也；一故神，（两在故不测。）两

故化，（推行于一。）……”④

很明显，所谓“一物两体”就是张载对“太极”的直接规定，也就指阴阳未判之气或“分阴分阳”之

后二者的统一。这固然表现着张载的气论思想，但却绝不是张载所确立的天道本体。如果张载哲学的天道

本体就是气，那么他不正好可以与其同辈且同作为“北宋五子”的邵雍、周敦颐保持着同一的思想节奏，

并一同陶醉于所谓“安乐窝”，从而呈现出一派“烟霞气”，而完全不必表现出一副“苦心极力之象”：

 “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其志道精思，未始

须臾息，亦未尝须臾忘也……”⑤

那么，张载为儒家所确立的天道本体是什么呢？这就是“太虚”；所谓“虚气相即”就指“太虚”与

 “太极”的统一。也可以说，就是张载哲学本体论与宇宙论的并建与统一，因而可称之为本体宇宙论。对

于这种以本体为内在主宰而以气机生化为外在表现的宇宙生化论，张载曾简括地表达为：“太虚不能无

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⑥

关于“太虚”作为万物之形上本体这一点，张载首先是通过作为宇宙万物之内在主宰的“太虚”与作

为其外在表现之气的统一来实现的，这就是其所谓的虚气关系；而“太虚”与生化流行之气则是一种体用

关系。因而，张载对于气机生化的肯定，其实主要是通过对本体之发用流行的肯定来实现的，正像其以

 “日月星辰”对“天”的“姑指”⑦一样，所以笔者才以“虚气相即”⑧来概括张载的本体宇宙论体系。

请看张载对其关系的论述：

　　太虚者，气之（所）体。气有阴阳，屈伸相感（之）无穷，故神之应也无穷；其散无数，故神之应也无

数。虽无穷，其实湛然；虽无数，其实一而已。阴阳之气，散则万殊，人莫知其一也；合则混然，人不见其殊也。⑨

　　体不偏滞，乃可谓无方无体。偏滞于昼夜阴阳者物也，若道则兼体而无累也。以其兼体也，故曰“一阴

一阳”，又曰“阴阳不测”，又曰“一阖一辟”，又曰“通乎昼夜”。语其推行，故曰“道”；语其不测，

故曰“神”；语其生生，故曰“易”；其实一物，指事而异名尔。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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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丁为祥：《从绝对意识到超越精神−孟子对墨家思想的继承、批判与超越》，《人文杂志》2007 年第 2 期。

②张载：《近思录拾遗》，《张载集》，第 376 页。

③张载：《正蒙·大易》，《张载集》，第 48 页。

④张载：《正蒙·参两》，《张载集》，第 10 页。

⑤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张载集》，第 383 页。

⑥张载：《正蒙·太和》，《张载集》，第 7 页。

⑦张载云：“人鲜识天，天竟不可方体，姑指日月星辰处，视以为天。”（张载：《横渠易说·系辞》上，《张载集》，第 177 页）

⑧这是笔者当年博士论文的基本主张，参见丁为祥：《虚气相即−张载哲学体系及其定位》，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年。

⑨张载：《横渠易说·系辞上》，《张载集》，第 184 页。

⑩张载：《横渠易说·系辞上》，《张载集》，第 1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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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两段可以相互说明的论述。所谓“太虚者，气之体”，正是就“太虚”对气的内在主宰而言的；

而“太虚”本身则是“无方无体”。至于“一阴一阳”“阴阳不测”“一阖一辟”以及“通乎昼夜”等，

实际上都是气化流行的表现；而所谓的“神”“一”包括“湛然”“一物”等，则又是相对于气化流行中

本体之多样性显现而言的。关于“太虚”自身的性质及其与“气”的关系，笔者已经有过讨论，这里不再

赘言。①

正因为“太虚”就是张载为儒家所确立的天道本体，而“虚气相即”则代表着其本体宇宙论，因而张

载也就站在其本体宇宙论的高度展开了对佛老之学反戈一击的批评：

　　知虚空即气，则有无、隐显、神化、性命通一无二，顾聚散、出入、形不形，能推本所从来，则深于

 《易》者也。若谓虚能生气，则虚无穷，气有限，体用殊绝，入老氏“有生于无”自然之论，不识所谓有无

混一之常；若谓万象为太虚中所见之物，则物与虚不相资，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陷于

浮屠以山河大地为见病之说。②

在这一论述中，所谓“知虚空即气，则有无、隐显、神化、性命通一无二”，正是对儒家本体宇宙论的正

面阐发。至于“若谓虚能生气，则虚无穷，气有限，体用殊绝，入老氏‘有生于无’自然之论，不识所谓

有无混一之常”，则是对道家的批评，道家老子正是把“太虚”与“气”理解为一种前后相生的关系，从

而陷入了“虚无穷，气有限”的“体用殊绝”。而佛教，则又因为其以“万象为太虚中所见之物”，从而

陷入了所谓“物与虚不相资，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式的“体用殊绝”。这种以“体

用殊绝”来批评佛老之学的观点，既是对佛老之学的反戈一击，同时也可以视为张载哲学之体用不

二−“虚气相即”的一个反证。

三、理气两属：“所以然”与“所当然”的裂解

随着张载“虚气相即”之本体宇宙论的开创，理学的义理天地就初具规模了。而且，由于其从天道到

人道的展开逻辑，也正好蕴含着一种从天到人之宇宙生化论。视张载为气本论哲学，往往要从气之实然存

在出发来解释从植物、动物再到人伦文明的发展轨迹，这一进路看起来步步为实，但其要害则在于根本无

法确立人的价值之源，从而只能将价值委之于气机生化本身，并通过气机生化之自然过程来形成所谓历史

与历时性价值。实际上，这就只能导致价值根源与形上本体一并消解了−由价值根源之消解从而使其形

上本体之说成为一种思辨的“戏论”。所谓历史虚无主义，其实就是这样形成的，也必然要从历史与历时

性角度来消解价值本身。此外，所谓以气为本说到底只是一种“始源”之本，并不是“本体”之本，作为

 “本体”之本是必须与天地万物同时共在的；如果将“太虚”理解为“气的原始状态”，那么，不要说

 “太虚”与天地万物，就是与“气”也不可能是同时共在的关系。但由于张载的“太虚”首先是作为天道

本体提出的，其进入人伦社会就必须经过“天地之性”之禀赋以及“大心体物”之实践追求的层层转化，

然后才能达到所谓“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的“诚明所知”，因而作为工夫，还属于一种本体上“颇费

转手”的工夫。

也许正是对“太虚”作为天道本体这一不足的充分借鉴，与张载同时稍晚的二程便提出了“天理”

说。“天理”作为一个概念，《张载集》中就有不少的论述，但在张载哲学中，所谓“天理”主要是就

从“虚气相即”到“知行合一”

 

①这里特引笔者以往文章中的概括以代表对其关系的分析：“太虚”原是《庄子》中的概念，以指谓原始而又广袤的虚空，这也是庄子试图

超越老子“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德经》第四十章）之沿时间向度对宇宙始源进行追溯的表现。但在庄子哲学中，就已经形

成了“虚室生白，吉祥止止”（《庄子·知北游》）的说法；同时又有“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庄子·人间世》）。而这个“虚

室生白”也就从正面−“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系辞》下）以及“虚则生仁，仁在理以成之”的角度启发了张载，从而使“太

虚”不仅成为“生”的前提，同时也是“仁”的根源与“理”的基础。与之同时，“太虚”也就具有了“大率天之为德，虚而善应，其应

非聪明思虑可求，故谓之神……”一说。显然，这就通过庄子具有空间含义的“虚室生白”直接过渡为“以生物为本”的“天地之大德”

与“虚则生仁”了；同时，又通过“虚者，心斋也”直接过渡为“虚而善应”并作为“性之渊源”的天德。因而，这就明确地划出了一条

由庄子之空间、《易传》之生化，到张载天德之仁的演变轨迹。（丁为祥：《从“太虚”到“天理”−简论关、洛学旨的承继与转

进》，《哲学与文化》2018 年第 9 期）

②张载：《正蒙·太和》，《张载集》，第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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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虚”在气化流行中的表现而言的。到了二程，便直接以“天理”作为贯通天人两大领域的形上本体，

所以程颢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①程颢的这一说法并不是指概念上的始发

权，而是指对“天理”内涵的深入“体贴”而言的。如果从宋明理学“天人合一”之根本任务而言，那么

 “天理”确实优于“太虚”，起码具有直接贯通天人的优点。这样，如果将宋明理学视为一个前赴后继的

探索思潮，那么从张载的“太虚”到二程的“天理”，也就表现了宋明理学的深入与发展。

但二程兄弟却因为其不同的生性、不同的经历及其不同的关注侧重，而使“天理”走向了不同的方

向。由于程颢识见超卓而又用语平易，年纪很轻就颇得人望，因而走上了一条内在凝聚以挺立主体精神之

路。其讲学语录，看起来似乎都是一些家常话，但却有着极为深刻的学理蕴含。比如：“天下善恶皆天

理，谓之恶者本非恶，但或过或不及便如此。如杨、墨之类。”②再比如，“只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

知性便知天，当处便认取，更不可外求”③，“‘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三事一时并了，元无次序，不可

将穷理作知之事。若实穷得理，即性命亦可了”④。即使是其影响很大的著述，诸如《定性书》《识仁

篇》之类，似乎也都像是一段家常话，但程颢识见之卓越则是学界所公认的。这种简易、平白的表达与

 “凡事求诸己”的性格使程颢的主体精神具有高昂而又低调的特色。

程颐则有所不同，这种不同的突出特点就在于程颐比较喜欢辨析概念的不同指谓及其相互关系。比如

程颐“始冠”时曾游太学，祭酒胡瑗以《颜子所好何事论》试诸生，而程颐的答卷竟使胡瑗大为惊异，并

拟聘以学职；实际上，程颐的答卷主要辨析了“约其情”“性其情”与“情其性”的关系。而其性格的这

一特点也充分表现在其后来与苏季明、吕大临对“中”的反复讨论中，甚至，就是到其临终，当弟子劝勉

他“‘先生平日所学，正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视，曰：‘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寝门，而先生

没”⑤。这确实是一种天性，也是一种学术风格。程颐的另一特点，则在于其比较喜欢探索一个事物所以

如此的原因。比如《程氏遗书》中常有这样的记载：“‘一阴一阳之谓道’，道非阴阳也，所以一阴一阳

道也，如一阖一辟谓之变。”⑥再比如，“离了阴阳更无道，所以一阴一阳者道也。阴阳，气也。气是形

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形而上者则是密也”⑦。这种更求其所以的指向几乎可以说是程颐的一种特殊的

表达方式。程颐还有一个特点，这就是类推。比如他说：“格物穷理，非是要穷尽天下之物，但与一事上

穷尽，其他可以类推。至如言孝，其所以为孝者如何，（穷理）如一事上穷不得，且别穷一事，或先其易

者，或先其难者，各随人深浅，如千蹊万径，皆可适国，但得一道入得便可。”⑧通过这些表达，可以看

出程颐实际上是通过更求其所以的方式将天理作为一种认知的对象，以落实于事事物物之间。这也许与其

一生长时间的乡居讲学有关。

按理说，担负洛学南传的“道南一脉”主要是程颢一系，杨时、游酢都是极欣赏程颢思想的洛学弟

子，但到了洛学四传的朱子时，却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逆转，这就从作为洛学三传的李延平之道德内省路

径转向了以程颐为代表的外向求知路向。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个学术性格之同类相召的问题，实际上则存

在着较为深刻也较为普遍的社会历史根源。当南宋社会文明之发展（比如书院的普及与印刷术的推广）使

教育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职业，而普及化的知识传授与士人培养已经成为一种跨行业的社会群体时，社会

更急需的也就是从读书识字到科场应举再到出仕做官的一条龙服务，因而也就不再是以往道学精英对于儒

家学理的深入钻研。这样一种社会环境的形成，也就成为朱子思想逆转的社会历史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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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程颢、程颐：《程氏外书》卷 12，《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第 424 页。

②程颢、程颐：《程氏遗书》卷 2 上，《二程集》，第 14 页。

③程颢、程颐：《程氏遗书》卷 2 上，《二程集》，第 15 页。

④程颢、程颐：《程氏遗书》卷 2 上，《二程集》，第 15 页。

⑤朱熹：《伊洛渊源录》卷 4，《朱子全书》，第 12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年，第 971 页。

⑥程颢、程颐：《程氏遗书》卷 3，《二程集》，第 67 页。

⑦程颢、程颐：《程氏遗书》卷 15，《二程集》，第 162 页。

⑧程颢、程颐：《程氏遗书》卷 2 上，《二程集》，第 1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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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朱子这一思想转向的作用却是十分巨大的。首先，他拓展程颐所谓“道”与“阴阳”的关系而为

 “理”“气”关系，这就使其获得了极大的普遍性；而“理”与“气”的关系也就可以落实于事事物物之

间，从而成为一种普遍性存在。其次，朱子继承了程颐的“理一分殊”之说，并将其拓展为一种宇宙论原

则；而“理先气后”与“理一分殊”的统一，也就使朱子的天理本体论成为一种本体宇宙论体系。在这一

体系中，“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阙了一书道

理：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须著逐一件与他理会过”①。这样一来，

所谓天理本体论也就无所不包，无所不贯了；而从一事一物到一草一木，也就无不含括于格物致知的认知

追求中。

但在朱子的这一体系中，最重要的仍然是“理”与“气”的关系问题。因为这一关系不仅决定着其哲

学体系的性质，而且也蕴含着其哲学发展的走向。在朱子看来，“理”与“气”的存在属性固然可以说是

 “形而上”与“形而下”，包括作为其具体表现的“性与形”“道与器”的关系，但所有这些关系都可以

说是人从不同角度看的结果。请看朱子对理气关系的论述：

　　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

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其性其形虽不外乎一身，然其道器之间，分际甚明，

不可乱也。②

　　所谓理与气，此决是二物。但在物上看，则二物浑沦，不可分开各在一处，然不害二物之各为一物也。

若在理上看，则虽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然亦但有其理而已，未尝实有是物也。③

总的来讲，上一段说明二者是“性与形”“道与器”的关系，而下一段则分析这两种不同存在属性的

具体形成，这就主要是“在物上看”与“在理上看”。而上述差别，无论是“性与形”还是“道与器”，

其实都是这两个不同视角的产物。但这两种不同视角，实际上又是“理”与“气”关系的不同表现，所谓

 “在物上看”其实就是从“气”的角度看；至于在“在理上看”，则又不过是从形而上的角度看而已，所

以说到底，仍然是“理”与“气”之形上与形下关系的表现。

但正是这种不同的角度，却使朱子哲学必然表现为两大领域。所谓“在理上看”，必然要讲“理先气

后”，这就成为其“理气论”，亦即本体宇宙论；而所谓“在物上看”，则必然要讲格物穷理，这又成为

他的建立在宇宙生化基础上的修养认识论。正是这两大理论，成为朱子对前人进行评价的标准。比如，针

对张载关于“太虚”之“清、虚、一、大”的规定，朱子批评说：“渠本要说形而上，反成形而下，最是

于此处不分明。”④而当其弟子分辩说张载其实是“指理为虚，似非形而下”时，朱子立即反驳说：“纵

指理为虚，亦如何夹气作一处？”⑤朱子对张载的这一批评，既表现了他们之间的分歧，同时也表现着朱

子理路的特殊性。张载的“虚空即气”，本身是就“太虚”与“气”的内在统一而言，所以说是“有无、

隐显、神化、性命通一无二”，但在朱子看来，这就成为“本要说形而上，反成形而下”，或者说是根本

分不清形而上与形而下了。这也说明，朱子的理气关系必须突出理先气后；至于其批评张载“太虚”之

 “夹气作一处”，其实也正是张载的“虚气相即”−本体内在于宇宙生化之本体宇宙论的表现。

朱子为什么一定要突出理先气后？从外在来看，这就是要突出天理之“净洁空阔”的形上性质。这自

然是为了与佛教争锋。因为自其十五六岁时遇到禅师表扬他“也理会得个昭昭灵灵地禅”后，朱子一直就

很仰慕这个“昭昭灵灵”的境界；甚至，就是他的科举考试，他也认为是用禅的意思去“胡说”，结果居

然考中了进士。⑥所以，当他以“净洁空阔”来表达纯粹的天理世界时，实际上是包含着某种“还愿”意

从“虚气相即”到“知行合一”

 

①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 15，北京：中华书局，2007 年，第 295 页。

②朱熹：《答黄道夫》，《朱子全书》，第 23 册，第 2755 页。

③朱熹：《答刘叔文》，《朱子全书》，第 22 册，第 2146 页。

④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 99，第 2538 页。

⑤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 99，第 2538 页。

⑥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 104，第 26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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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的，以表明儒家也有这种“净洁空阔”的形上世界。其次，从学理上看，朱子也必须从“理”与“气”

的“浑沦”状态“推上去”，这不仅因为他不赞成张载“太虚”之“夹气作一处”，而且还因为“天理”

 （太极）同时又是与他所弘扬的“道体”密切相关的，如果“道体”也像“太虚”那样“夹气作一处”，

那就失去了对千古“政统”进行评判与批评的资格。不过，无论是突出天理的先在性，还是一定要把天理

从气机生化之流中“推上去”，其实都使天理存在着“挂空”的危险。明儒正是为了克服这一危险才走向

了气学的；而清儒戴震则又因为看到了这一危险所带来的灾难，所以干脆斥之为“以理杀人”①。

从朱子的格物致知来看，按照其“理一分殊”的宇宙论原则，“天理”必然要遍在于一切事物之中；

而其所谓“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②，也正是就“天理”之遍在性而言的。既然天理遍在于天下

的事事物物之中，那么格物致知也就可以从自己最为方便的地方入手。关于这一点，朱子明确指出：“至

于天下之物，则必各有所以然之故，与其所当然之则，所谓理也。人莫不知，而或不能使其精粗隐显，究

极无余，则理所未穷，知必有蔽，虽欲勉强以致之，亦不可得而致矣。”③从朱子“各有所以然之故，与

其所当然之则”的表达来看，格物必然是先认知“物”之“所以然之故”，然后才能明白“人”的“所当

然之则”。但由于“所以然之故”主要指自然物理，而“所当然之则”属于人伦道德之理，因而也就必然

存在着一个从“所以然”走向“所当然”的过程。或者也可以说，“所以然”就是“所当然”的前提与基

础，而“所当然”则代表着“所以然”之人伦实践的方向。但在朱子的“所以然”与“所当然”之间还存

在着两个问题：其一，对“所以然”的认识，能否必然指向“所当然”呢？因为自然物理与人伦道德之理

并不属于同一性质的理，而“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也并不代表就可以实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

明”。其二，即使能够实现从“所以然”到“所当然”的贯通，但人能否格尽天下物？王阳明就是因为

 “格竹子”不通，才深感自己“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④。这样一来，如果要从“所以然”贯通“所当

然”，那么仅仅认知自然物理是远远不够的；而仅仅认识自然物理之“所以然”，又确实存在着脱离人生

现实的可能与危险。正因为这一原因，戴震才认为“程朱乃离人而空论夫理”⑤。

这样看来，虽然朱子致广大，尽精微，并以综罗百代的方式建立了一个宏大、庄严的天理本体论体

系，但这个体系在理气论部分就存在着天理“挂空”的危险，而在修养致知论部分又存在着“所以然”与

 “所当然”无法贯通的弊端。不过，所有这些问题，并不仅仅是程朱之“过”，反而可能恰恰是程朱之

功。因为所有这些问题，不仅是程朱扩大宋明理学之规模与范围所必然要遇到的问题，而且也是宋明理学

发展过程中所必然要面对的问题。没有这些由开拓领域所带来的危险与弊端所表现出来的问题，宋明理学

的价值也是无法得到全面彰显的。

四、“知行合一”：从“身心”到主客两重世界的统一

当朱子作为“东南三贤”之精神领袖，高扬“道统”意识以指点学术、评点人物时，江西的陆象山却

悄然崛起于其旁，并以与朱子的争论和对朱子学的批评崛起于理学园地。这就是“朱陆之争”。历史上关

于“朱陆之争”的研究可以说是汗牛充栋，我们这里也没有必要叙述其所争论的具体问题，仅从陆象山的

一些为学主张与理论命题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其真正的关怀指向，比如“发明本心”“先立乎其大”包

括“心即理”等，实际上都是在弥补朱子学所疏忽的理论缺环，这就是道德主体性的问题。因为理学所有

的理论，如果离开了作为主体之人的真正认可与贯彻落实，那么充其量也就是纸上之兵与图上之饼而已。

惜乎朱子的为学进路与理论规模不足以容纳象山之学，而朱子本人也始终将象山心学视为道学领域中

的“异己”之学，这就只能使主体性的问题向后拖延了。到了朱子之四传，吴澄却在民族危机的重压下走

Academic  Monthly 第 52 卷 10 Oct  2020

 

①戴震：《与某书》，《戴震全书》第 6 册，合肥：黄山书社，1995 年，第 3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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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了孟子，并公开打出“朱陆合流”的旗号，实际上就包含着对朱子体系的补充与修缮之意。由于元代民

族压迫的环境，所以吴澄也就效法孟子−面对故人的出仕之劝，吴澄只是“言其不可而不言其所以不

可”①，这就只能使问题再次后置了。到了明初，朱子学被宣布为国家意识形态，并再次成为科举考试的

法定教科书，而陈白沙一再失败于科举考试，最后只能以所谓“托仙”“托佛”之“静坐”的方式，来表

达其“自我得之，自我言之”的“自得之学”。这样一来，从南宋到明，理学在经过程朱理学二百多年的

统治之后，终于以陈白沙的“自得之学”打开了一个小小的缺口。

这样一来，对于以“综罗百代”为使命的程朱理学而言，这种“自我得之，自我言之”的精神，就在

明代理学中扎下根来；至于其真正发挥作用，则是在王阳明沿着朱子学的路径一路走来而又屡屡受挫之

后。在这里，阳明早年视“朱子之说如神明蓍龟”②的一段经历（比如其 21 岁“格竹子”、27 岁实践朱

子的“读书之法”）固然可以从略，仅从其入仕之后的经历，也就可以看出其究竟是如何发现朱子学所存

在的问题的。

1499 年，王阳明以“榜眼”通过科举考试，并以“观政工部”获得了其一生中第一个官员身份。“时

有星变，朝廷下诏求言，及闻达虏猖獗，先生复命上边务八事。”③这就是王阳明首次对朝廷政治发声的

 《陈言边务疏》，其中写道：“今之大患，在于为大臣者外托慎重老成之名，而内为固禄希宠之计；为左

右者内挟交蟠蔽壅之资，而外肆招权纳贿之恶。习以成俗，互相为奸。”④这是王阳明首次对明代官场发

声，但却是明确而又犀利的批评，而且认为当时的官场都陷入了一种内外背反或所谓双重人格的格局。为

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呢？对于初入官场的王阳明来说，他当时也仅仅是发现了问题而已。数年后，他又

发现整个学界都弥漫着一种一味求知的风气，至于其具体表现，则是“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索，形迹

上比拟，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⑤。

那么，贯通明代官学两界的这种内外背反风气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其原因究竟何在呢？当王阳明对明

代官学两界有了更为深入的体察之后，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他指出：“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实衰，

人出己见，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誉。徒以乱天下之聪明，涂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争务修饰文词，以求

知于世，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反朴还淳之行：是皆著述者有以启之。”⑥很明显，王阳明在经历了官场

的多年历练之后，终于发现所有这些问题都有一个总根源，这就是一味求知以眩俗取誉的社会风气；而这

种风气最大的推动者，也就是所谓“著述者有以启之”。在这里，虽然王阳明并没有指明谁才是“著述

者”，但在当时的语境中，这就无疑是指当时的朱子学。这样，王阳明也就从自己的社会实践中，找到了

时代的总病根以及所要克服、纠偏的主要对象。

正因为王阳明对时代病症的深入体察，所以他也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他认为可以救治当时社会各种毛病

的良方：既然天下所以不治的根源就在于“著述者”所倡导的一味“求知”的社会风气，那么其纠偏主张

也就针锋相对，这就是要求人们内外在世界完全一致起来的“身心之学”。《年谱》记载：“学者溺于词

章记诵，不复知有身心之学。先生首倡言之，使人先立必为圣人之志。闻者渐觉兴起，有愿执贽及门者。

至是专志授徒讲学。”⑦这是阳明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一段经历，其重要性就在于明确了自己一生的方向。

虽然这一方向在当时还仅仅表现为“专志授徒讲学”，但其“使人先立必为圣人之志”的方向，却明确表

达了其对儒家传统精神的继承心态。至于其所面对的，也就是“学者溺于词章记诵”的现实；而其纠偏、

救治的根本方法，就是其所“首倡”的“身心之学”。

 “身心之学”是一个较为直白的规定，即所讲之学起码要能够直接贯注于自我的身心之间。在阳明的

从“虚气相即”到“知行合一”

 

①吴澄：《答何有道书》，《吴文正公集》，成化二十年刊本，第 1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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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中，“身心之学”几乎算不上一个正儿八经的理论命题，只能说是一种为学宗旨性的方向而已，但却

是阳明精神最鲜活的表现。因为就在其首倡“身心之学”的 15 年之后，其时正是王阳明平定宁藩之乱又度

过忠泰之难、且释明武宗之疑并获江西巡抚之任而即将返回南昌的船上，他收到了“朱学后劲”罗钦顺的

书札。此前，他也曾因为《古本大学旁释》与《朱子晚年定论》之编而寄赠罗钦顺；至于《传习录》上

篇，则罗钦顺已从士友流传中读过。所以，罗钦顺的问难书札是在系统读过阳明三本书之后的一个总体批

评；而对王阳明来说，遭逢罗钦顺的批评，也等于是与当时的“朱学后劲”所展开的一个决战。在罗钦顺

的来书中，主要批评了王阳明两点：其一是批评阳明“决与朱子异”的主观用心；其二则可以说是对阳明

心学的一个归类，这就是“局于内而遗其外，禅学是已”①。

对于罗钦顺这种从主观用心到客观归类的全面批评（在书札中，罗钦顺还批评了王阳明的文献择取之

误），等于是对阳明心学提出了一个判决性实验；而对王阳明来说，这也等于是为其主体心性之学争取生

存资格的一个生死决战。所以，他在跳出了罗钦顺所设定的固定格套之后，也从古今学术之共识的角度提

出了一个通则性的标准，这就是“身心之学”。阳明写道：

　　夫道必体而后见，非已见道而后加体道之功也；道必学而后明，非外讲学而后有所谓明道之事也。然世

之讲学者有二，有讲之以身心者；有讲之以口耳者。讲之以口耳，揣摸测度，求之影响者也；讲之以身心，

行著习察，实有诸己者也，知此则知孔门之学矣。②

阳明以“行著习察，实有诸己”来规定身心之学，应当说是一个比较准确的说明；而所谓“行著”与“习

察”的“一时并到”与“一体呈现”，也就是对其学之贯通身心两面的一个标准说明。从发展的角度看，

这一争论其实也是其致良知之说所以提出的临门一脚。③所以，如果要说王阳明精神的成熟，那么其在

34 岁首倡“身心之学”，也就代表着阳明精神的初步形成。

至于以后的“龙场大悟”与“知行合一之教”，不过是其“身心之学”精神的一种落实与具体化而

已。当然，由于“龙场大悟”的指向是“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④，因而也

等于是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方式为其“身心之学”确立了主体的基础；至于“向之求理于事物者

误也”，则表明其与朱子学之外向求知路径的明确诀别。

就阳明对明代官、学两界风气的体察而言，其纠偏与救治主张就是“身心之学”，但由于明代社会的

总体风气是“以求知于世”的方式来“眩俗取誉”的，从而也就形成了整个社会之“文盛实衰”的内外背

反现象，而这种现象又典型地表现在当时“知行为二”与“先知后行”说中，因而他就必须因病立方，从

而将其“身心之学”称为“知行合一之教”，并为此言之屡屡。所以，当王阳明确立本心即理的主体基础

之后，马上就有对“知行合一”的倡导，实际上，所谓“知行合一”也就是其“身心之学”及其“行著”

与“习察”两面的“一时并到”与“一体呈现”。但由于朱子“知先行后”说的深重影响，而时人又每每

以必须先知然后能行为自己的“知行为二”与“知而不行”辩解，于是阳明也就不得不从知行工夫入手，

从而将其“身心之学”称为“知行合一”之学。

能够证明这一点的是，阳明回忆说：“吾始居龙场，乡民言语不通，所可与言者乃中土亡命之流耳；

与之言知行之说，莫不忻忻有入。久之，并夷人亦翕然相向。及出与士夫言，则纷纷同异，反多扞格不

入。何也？意见先入也。”⑤为什么中土亡命可以对其“知行之说”忻忻有入，而士大夫反多扞格不入

呢？这就是因为中土亡命之流并没有接受朱子“知先行后”说的影响，而士大夫则由于深受朱子之说的影

响，因而对于任何关于知行关系的论说，都要通过朱子的“知先行后”说来进行理解，所以就出现了扞格

不入的格局。在这一点上，阳明的大弟子徐爱就是一个典型；而其所坚持的“一行做知的工夫，一行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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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夫，即工夫始有下落”①的说法，实际上也就典型地表现着朱子知先行后的观点。

乍看起来，徐爱对知行关系的理解条理清楚，极有道理，但徐爱就是没有考虑过，人究竟有没有纯粹

的知，即不包含任何外向显现因素的知？有没有纯粹的行，即不包含任何可以促使内在自觉的行？如果这

样一问，那么所谓纯粹的知、纯粹的行说到底不过是人之思维的一种抽象而已。实际上，任何知都必然包

含着一定的外在显现之行的因素；而任何行也都必然包含着一定的内向自觉之知的因素。从这个角度，就

可以清楚地看出，朱子以“知先行后”为代表的知行观不过是人的一种思维抽象而已，而王阳明的“知行

合一”说反倒包含着更多的向生活实际回归的色彩。

不仅如此，如果我们将思考、比较的坐标沿着时间的维度向前推，那么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就绝不

是一个完全没有根据而只是主张知不先行不后的怪论，而是确实有其源远流长之思想依据和传统根源的。

尤其是当我们将“知行合一”与“身心之学”之“行著”和“习察”两面统一起来之后，它反倒更典型地

体现着从孔子到思孟学派之一种根深叶茂的传统。请看这一传统的历史表现：

　　仁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义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礼形于内谓之德之

行，不形于内谓之行。智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圣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②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

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论语·卫灵公》）

对应于郭店简之《五行篇》，王阳明“行著习察”的“一时并到”与“一体呈现”，可以说就是对其

 “形于内”之“德之行”的一个标准说明。区别仅仅在于，《五行篇》强调任何“德之行”都必须有其内

在根据，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则强调任何内在的德性都必须有其外在的表现，因而其相互之间也就是

一种可以互渗互证的逆运算，而其在要求人之内外两面的统一与“一时并到”上则是完全一致的。这可能

也就是孔子既要求“知及”“仁守”，同时还要求“动之以礼”并且必须“庄以莅之”的原因。如果我们

再与《孟子》和《大学》中的相关论述稍加比较，那么从孟子的“有诸内，必形诸外”（《孟子·告子

下》）到《大学》的“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礼记·大学》），其实与王阳明的“知

行合一”说也就是一种完全相同的表达。

这样，当我们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强调“行著习察”的“身心之学”，对应于张载的“虚空即

气”以及笔者所概括的“虚气相即”连成一线来把握时，它们也就准确地表现出宋明理学的一个发展逻

辑：所谓“虚气相即”正表现着张载对天道之体用两面的一个准确概括，从而表现出宋明理学本体论与宇

宙生化论的全面统一；而王阳明则将宇宙天道之体用两面包括落实于人伦实践中的“尊德性”与“道问

学”关系准确推进于人的身心之间，并落实于“知行合一”的实践生活中。这可能也就是王阳明可以大胆

宣告“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③的根本原因。

五、心学与气学：中国现代化追求的双重资源

如果说心学尤其明代心学是从朱子学关于道德主体性的理论缺环中成长起来的，那么气学则完全是从

对朱子学的正面继承与积极推进中，又经过外在机缘之打击、扭转而又以折射的方式得以形成的。当然，

从朱子学的角度看，无论是心学还是气学，其实都是对朱子思想的一种继承、落实与推进：心学是沿着朱

子以格物致知为重心的认知修养论，并通过挺立主体精神成长起来的，至于气学，则完全是从对朱子理气

论的继承与推进中形成的。由于心学一直走不通朱子的格物致知之路，所以转而从主体性的角度解决问

题，这就使其背上了“反叛”朱子之名；至于气学，看起来始终是朱子学忠实的继承者与维护者，但由于

其与世推移、与时俯仰，因而最后居然走向了比心学更远离朱子学之路。当然，这并非气学之缺点，正像

朱子当年重塑“北宋五子”的原有规模从而包含着理学的某种开新格局一样。

从“虚气相即”到“知行合一”

 

①王守仁：《语录》一，《王阳明全集》，第 4 页。

②湖北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五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年，第 149 页。

③王守仁：《语录》三，《王阳明全集》，第 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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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与心学相比，气学一直都是朱子学坚定的继承者与维护者，而且其本身也是在对朱子学的继承

与维护中走向气学的。这一点甚至从明初肩负“道统之传”的曹端及其为学路径中就表现出来了，刘宗周

在评点曹端时指出：“先生之学，不由师传，特从古册中翻出古人公案，深有悟于造化之理……”①曹端

既然肩负“道统之传”，又“特从古册中翻出古人公案”，那么这无疑属于标准的朱子学，但是，曹端为

什么要“深有悟于造化之理”呢？实际上，这个“造化之理”就是程朱理学中的“所以然”，而且也始终

没有脱离朱子学的领域和范围。但问题在于，难道朱子的“天理”就仅仅是“造化之理”吗？显然不是，

而且朱子提出“所以然”的目的正是为了说明并支撑人伦行为之“所当然”。那么，作为肩负“道统之

传”的曹端为什么要有意无意地走向偏取朱子学之路呢？这就不是曹端的问题了，而必须由明代官场的政

治生态来回答。②当明太祖朱元璋删节《孟子》而方孝孺又蒙十族灭门之祸时，即使朱子再生，这个“道

统之传”也就只能走向“造化之理”的方向了。对于朱子学来说，这种“造化之理”的方向确实是继承，

也是维护−维护其“道统”不灭，但却只能走向谈天说地的“造化之理”方向了。

由此之后，正统的明儒基本上都维系着这一方向，但这种维系的结果却必然是朱子理气关系的颠倒，

这一点正是通过“朱学后劲”罗钦顺实现的。前边已经提到，罗钦顺一直对程朱的“理气为二”说深致其

不满，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实际上，这就蕴含在曹端“造化之理”的方向中，当从“造化”的角度来考察

理气关系时，这个理气关系能走向什么方向呢？这就必须由罗钦顺这位“朱学后劲”来回答。罗钦顺指出：

　　理只是气之理，当于气之转折处观之。往而来，来而往，便是转折处也。夫往而不能不来，来而不能不

往，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若有一物主宰乎其间而使之然者，此理之所以名也。③

　　尝窃以为，气之聚便是聚之理，气之散便是散之理，惟其有聚有散，是乃所谓理也。推之造化之消长，

事物之终始，莫不皆然。如此言之，自是分明，并无窒碍……
④

作为“朱学后劲”的罗钦顺，他本来是为了使“天理”这种“所以然”能够彻底落实于天地万物之中才专

门从气之往来转折处指谓理的，但其落实的结果，却是理气关系的根本颠倒。一当颠倒了朱子的理气关

系，那么罗钦顺哲学究竟是理学还是气学？从其对朱子学维护的角度而言，固然还可以说是“朱学后

劲”；但从其哲学之最终走向而言，罗钦顺就已经成为气学的开路先锋了。这反倒是比心学更远离朱子学

的一系，但却是通过对朱子学的继承与维护实现的。

在这一基础上，从气之往来转折处指谓理、概括理的思路就一发而不可遏止，很快就成为一种全新的

思潮；凡是不满于阳明心学者，都可以从气学的角度发言。又由于罗钦顺、王阳明与王廷相是同朝为官的

关系，其相互年岁之差不过 8 岁之间而已，但其气学视角却呈现出一种飞速发展之势。比如说，自从曹端

开启“造化之理”的方向，又经过薛瑄对理气关系的反复辨析，最后到罗钦顺便彻底颠倒了朱子的理气关

系；至于王廷相，其不仅坚持较为彻底的气学立场，而且已经开始用经验的方法来检验知识之真伪了，其

对“冬雪”“春雪”究竟是“六出”还是“五出”⑤的检验，以及其对人之从小隔离、长成之后不辨牛马

的情况就完全是通过经验观察来证明的⑥，这就彻底驳倒了自汉代以来的谶纬之学对于雪花的猜测性推

演，包括对人的“天性之知”的强行认定。而这一思潮的指向，不仅要通过气之屈伸往来的转折处说明理

的生成，而且还要通过人之经验的检验来证明以往所有的知识与理论。

但是，当这一思潮试图通过气机生化来说明万物的生成与发展，进而通过人的经验知识的生成，来说

明人生中所有的知识尤其是关于人的道德知识与价值理性时，由于其过分强调气之实然基础的作用，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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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难免重蹈当年范缜以“形”含“神”进而以“形”代“神”的窠臼。比如，王夫之就从理与气之不可

分割性出发，并从“理之善”进而反推出“气之善”。①一当宇宙生化之“气”被赋予善恶的属性并被分

为“善气”与“恶气”时，也就表明这种理论走向了死胡同；而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包括所谓善恶相对主

义，也就由此而形成。因为一当进入善恶相对主义−宇宙生化之气就由“善气”与“恶气”组成，则无

疑会成为对儒家所坚守之至善立场的彻底扬弃。因为善恶之类的价值理性绝不是外在而来的天然禀赋，也

不是人之外向的认知所能说明的；如果试图从外向认知的角度来解决善恶的生成及其判别的标准，就只能

成为人之理性的一种“越界”或“僭越”了。因为人的认识只能驰骋于真伪的领域，一当认识本身试图充

当善恶的标准，则其结果非但不能判别善恶，而且连识别真伪的能力也一并丧失了。

在这一问题上，反倒是心学对自身所能解决问题之范围和界限还是有着比较清醒的把握。比如王阳明

关于“良知”与“知识”关系的论述，他虽然认为“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

滞于见闻，而亦不离于见闻”②，就人的理性层级而言，良知也就贯注、渗透在人的见闻知觉中，并通过

见闻知觉发挥其随时知是知非的作用，但良知毕竟不能越俎代庖，直接剥夺见闻知觉在判断真伪上的作

用。这一道理也充分表现在其论圣人与“名物度数”的关系上，阳明说：“圣人无所不知，只是知个天

理；无所不能，只是能个天理。圣人本体明白，故事事知个天理所在，便去尽个天理。不是本体明后，却

于天下事物都便知得，便做得来也。天下事物，如名物度数、草木鸟兽之类，不胜其烦。圣人须是本体明

了，亦何缘能尽知得？但不必知的，圣人自不消求知；其所当知的，圣人自能问人。”③阳明非常清楚的

一点就在于，圣人也不过是“知个天理”“能个天理”而已，对于那些“其所当知”而自己又不知道的知

识，“圣人自能问人”。这就给具体的知识留下了发挥作用的空间。

就气学一系的走向来看，它本来是体现并且也承担着为中国文化开辟知识论传统的方向之责，而从

 “理只是气之理，当于气之转折处观之”出发，也最容易走向知识论的方向。但由于知识论本身并不能解

决价值问题，而明代的气学家也从来都不认为自己就是纯粹的知识追求者，因而也从未发生这方面的自觉

与反省，这就形成了王夫之那样完全从气学立场出发所提出的对理之言说与规定。从人的理性层级而言，

这其实就是一种僭越；而从文明进步的角度看，则应当称之为“死的抓住活的”④。由于这些气学家既不

能而且也不愿放弃其道德价值的立场，因而也就必须从其气学之认识论立场出发来对道德理性加以言说。

这种现象，从一定程度上说，反而导致了中国科学精神与专业意识的难产。因为知识理性只能产生于建立

在主客之别基础上之认识论的立场，而从理学总体发展的格局来看，气学本来也应当承担起中国知识理性

与科学精神的培育与发展之任，但由于气学家并不放弃其价值立场，并认为其通过认知之真就可以直接证

明道德之善，这就只能导致知识与价值的双向纠缠了，从而成为中国知识理性发展的一种阻力。

这样看来，虽然朱子分“尊德性”与“道问学”为“两事”，并以自然物理之“所以然”来支撑人伦

行为之“所当然”，并不符合“北宋五子”的传统精神与理学的原有规模，但作为民族精神之总体发展以

及通过分“尊德性”与“道问学”为“两事”，从而使“所以然”与“所当然”走向分途这一方向，在促

进民族精神之全面发展及其现代化追求方面，却是有其极大的积极意义的。进一步看，现代化当然是中华

民族的现代化，在追求现代化的进程中，如果能够使价值理性与知识理性各归一路、各司其职，从而使其

各自获得独立的发展，那么心学与气学在分别代表中国的价值理性与知识理性方面，也就成为我们民族现

代化追求最大的思想资源与精神遗产。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宋明道学核心价值研究”（15BZD008）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盛丹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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